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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论庚子“东南互保”的首倡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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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关于庚子“东南互保”的首倡问题，事件经历者和学术界众说纷纭。东南互保之首倡，应以“订约互
保”之提出作为首要的评判依据。无论是所谓的“东南意识”还是各项“互保”活动，都是晚清东南社会特殊的政
治、经济、文化场域，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所萌发的一种自觉的群体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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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南互保”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，其直接后果是在 1900 年清廷对外国列强“宣战”后，形
成了中国一南一北“和”、“战”两重天的政治怪相。那么，中外订约互保这一极具冒险的计划，究竟是谁提出
来的呢? 弄清这一问题，对我们理解、研究晚清以及中国近代历史很有裨益。
对于“东南互保”首倡问题，无论是事件的当事人还是后来的史学研究者，可谓众说纷纭，各持己见。大

致归纳，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观点。
第一，东南督抚说。
有谓李鸿章者。李希圣《庚子国变记》云:“坤一、之洞之初得诏也，意犹豫，不知所为。李鸿章首倡不奉

诏之议，坤一、之洞和之，遂遣沈瑜庆、陶森甲至上海，与各国领事议互保长江，各不相犯，立约而返。”①罗惇曧
《庚子国变记》亦云:“李鸿章久废居京师，方起为粤督，( 诸疆臣) 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。鸿章毅然复电曰:
‘此乱命也，粤不奉诏。’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。鸿章领衔，偕江督刘坤一、鄂督张之洞、川督奎俊、闽督许应
骙、福州将军善联、巡视长江李秉衡、苏抚鹿传霖、皖抚王之春、鄂抚于荫霖、湘抚俞廉三、粤抚德寿，合奏言乱
民不可用，邪术不可信，兵衅不可开。”②李鸿章在各省督抚中首先明确表态不遵“乱命”，对东南互保的策划
者们来说，的确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。然当时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实际上只是东南互保的支持者，他并未直接表
态加入东南互保。
有谓刘坤一者。《清史稿·刘坤一列传》记:“拳匪乱起，坤一偕李鸿章、张之洞创议，会东南疆吏与各国

领事订约，互为保护，人心始定。”③这一观点被诸多史学家沿袭，陈捷《义和团运动史》即持此观点。刘坤一
是第一个拍板决定“订约互保”的东南督抚，身为两江总督和湘军领袖的他，无疑是东南互保最为关键之权力
代表。在决策中，没有刘坤一的果断和坚定，庚子东南局势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了。但是刘坤一以及湖广总
督张之洞在东南互保运动的整个过程中，实际扮演的是最高决策者的角色。在此之前，盛宣怀、赵凤昌、张謇
等东南精英已经频繁私下会商，并拟定了“东南互保章程”的基本框架，他们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说服
刘坤一和张之洞采纳他们的计划。因此，从酝酿和首倡的角度看，互保运动的首倡者亦非刘坤一。
有谓张之洞者。此源自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六日( 1900 年 7 月 2 日) 《申报》的一篇社论。该社论报道:
“武昌访事友来函，云自北省拳匪滋事，警报迭传，中外商民咸怀疑惧。湖广总督张香涛制军思患预
防，电商两江总督刘岘庄制军，筹定保护长江之策。制军遂于某日电饬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珊观察与各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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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沪领事订立章程，……东南半壁何幸而得此长城也。”①

事实上，在订约互保的表态上，刘坤一比张之洞更早一步，态度也更为果断。刘坤一于五月二十七日( 6
月 23 日) 已将“自保”东南的意向电商张之洞，同时提出联合张之洞排挤以钦差大臣身份巡阅长江的李秉衡:

“( 李秉衡) 如能水乳最善; 若竟固执，不得不另作计议。查鑑帅巡江旨内，并无督办防务之语。沿江
地方自是两江、两湖之责，拟会公电奏请饬李毋得干预防务，以一事权而免殆误。”时事至此，身足何惜，
保守东南，实顾全局，一涉孟浪，祸在眉睫。惟公同志，谨电密商”②

张之洞并未立即表态同意，盛宣怀和刘坤一还分别致电、致函，为其打气、消疑。直到第一次中外互保会
议前夕，张之洞才下定决心实施“互保”，并对之前盛宣怀等拟定的互保章程进行修改补充。由此可见，这篇
来自张之洞辖区“首府”的报道不仅与事实不符，而且有特意为张氏表功的嫌疑。《西巡回銮始末记》还认
为，东南互保是刘坤一和张之洞应外国列强“联合保卫之请”共同发动的。这一观点与前述几种看法大同小
异，不同之处是暗示了列强在东南互保运动中的作用。
综上可知，东南互保首倡于督抚的观点实际上将“首倡”与“决策”混为一谈，是不成立的。
第二，外国列强说。此说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———英国和日本。“英国说”一直是学术界最普遍的观点，

丁名楠、金家瑞、刘天路、林世明等从“反帝”或中外关系角度立论的学者多持此观点，其主要依据是: 早在光
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( 6 月 14 日) ，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曾致电当时的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
里，建议英国政府与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达成初步的“谅解”，而且霍必澜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
准③。林世明云:“东南互保运动其动机与倡议，殆始自英国无疑。而其推动亦应自英舰分赴南京、汉口之实
际行动，对中国施诸压力为开始。”④

其实不然，英国的所谓“谅解”方案包含两层意思: 一是表达要保障东南和平稳定的意向，二是希望刘坤
一、张之洞能够主动请求英国调兵“保护”，以便英国可以“师出有名”，避免他国阻挠。前者是东南督抚和社
会精英阶层自义和团运动以来本能的、共有的政治意愿，并非英国“专利”; 后者表面上是给予督抚以武力“支
持”，而实际上则是英国企图先入为主的阴谋，造成独占长江的既成事实。故针对英国的“阴谋”，盛宣怀于五
月二十四日( 6 月 20 日) 致电刘坤一:“福开森( John C． Ferguson) 面禀，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。英领事要我
请其保护是其伪术，若为所愚，各国必不服。白藻泰( 按: 法国驻沪领事) 已将此情电法等语。自吴淞迄长江
内地，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，自认保护，勿任干预。”⑤盛宣怀提出刘坤一应宣布自保长江，并让余联沅将
这一想法转告列强驻上海领事，以粉碎英国及其他列强的军事侵略阴谋。刘坤一的看法与盛宣怀不谋而合，
当即复电说:“英允保淞，确系诡计，已电沪道密阻。就目前唯有稳住各国，方可保全长江。”⑥霍必澜的所谓
“谅解”方案与后来实施的东南互保方案在原则上是冲突的，必然被东南督抚和社会精英所排斥。当然，不可
否认，在长江流域势力最大的英国无论向东南督抚“示好”还是“施压”，其一举一动都将是东南互保最主要
的外部因素。正因为如此，东南互保谈判的主动权仍然操纵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手中，导致互保约款议而未
签。而且英国既是力促中外互保的“功臣”，也是最先不顾各方抗议强行调兵进驻上海、破坏互保章程的“元
凶”。
“日本说”以吴文星为代表，其主要依据是《日本外交文书》。他认为“订约互保构想之提出，以及交涉进
行当中，小田切实居幕后倡议者之地位。”但“吴”文随后也承认“无足够的证据，证明刘、张之力保长江流域
地区是接受小田切之意见而来的”⑦。揣测吴文的观点，主要是想说明刘、张的亲日倾向和日本方面在东南互
保中的重要作用。东南互保作为晚清区域社会运动的典型案例，从“中国中心观”的立场来看，“外国列强
说”显然是犯了一个方向性的“错误”，它对于东南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力量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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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东南精英说。此说多见于私人著述和笔记。从东南社会内部因素寻求答案是值得肯定的，随着学
术研究“范式”的转变和对东南互保研究的不断深入，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。但其惟一不足之处是: 所得
到的结果无一例外地将东南互保的首倡之功归于不同的个人。具体来说，有谓何嗣昆者，有谓赵凤昌者，有
谓汤寿潜者，有谓盛宣怀者，等等。
刘厚生《张謇传记》云: 东南互保前夕，盛宣怀向其幕僚何嗣昆求策，何对盛说:“如果你运用能力，把李、

刘、张三人拉到一起之后，上海可能作为外交之中心”，并献策“可请张謇说服刘坤一，赵凤昌说服张之洞”①。
刘厚生认为，当初建议中外订约互保办法者为何嗣昆、张謇、沈瑜庆三人。刘厚生的观点来自其好友张謇所
述。而张謇《汤蛰先先生家传》中却明确表示:“及庚子拳乱，召八国之师，国之不亡者，仅君( 汤寿潜) 往说两
江总督刘坤一、两湖总督张之洞，定东南互保之约，所全者甚大，其谋实发于君。”②章开沅也据此认为，汤寿潜
实系东南互保的首先倡议者③。章氏并引张謇《啬翁自订年谱》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条相佐证:

“( 五月) 蛰先至宁，议追说李秉衡以安危大计，勿为刚、赵所误。不及。至沪与眉孙( 何嗣昆) 、爱苍
( 沈瑜庆) 议，由江口鄂公推李相统兵入卫。与眉孙、爱苍、蛰先( 汤寿潜) 、伯严( 陈三立) 、施理卿炳燮议
合刘、张二督保卫东南。”④

很明显，《家传》与《年谱》是不能形成佐证关系的。《年谱》只提及汤寿潜曾赴南京追劝北上勤王的李秉
衡，因未能见到李秉衡而转赴上海，先与何嗣昆、沈瑜庆商请李鸿章率兵北上“勤王”，当时并未提及中外互
保。后来张謇与何嗣昆、沈瑜庆、汤寿潜、陈三立、施炳燮等才第一次共商东南互保大计。义和团战争平息以
后，东南互保运动被清廷和民间舆论视为力挽狂澜的“壮举”，受到高度赞扬，东南互保的策划和实施者也都
引以为豪。张謇所撰《汤蛰先先生家传》是为纪念好友汤寿潜而作，文中将东南互保首倡之功归于汤氏应是
别有用意的。
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东南互保倡于赵凤昌。赵凤昌机智多谋，在清末民初政坛影响极大，曾是张之洞的

心腹幕僚，时有“湖广总督张之洞，一品夫人赵凤昌”之讽语流传。因此在世人看来，游说张之洞的最佳人选
非赵凤昌莫属。赵凤昌《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》云:“杏生( 盛宣怀) 尚虑端刚用事，已无中枢。余谓可由
各督抚派候补道员来沪，随沪道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签字。公不过暂为枢纽，非负责人之人。即定议由其分
电沿江海各督抚，最要在刘、张两督。”⑤这是赵凤昌在东南精英会商互保大计时游说盛宣怀的情景，应属可
信; 但也不能证明东南互保是赵凤昌一手策划。《张之洞幕府》记述更为详尽: 清廷“宣战”上谕发布后，列强
军舰驶入沿江沿海各口岸，一时人心惶惶。赵凤昌拜访何嗣昆，商讨“保护东南”之策，并提出中外“订约互
保”的建议; 在得到何的默许后，他又向盛宣怀力陈此议，得到盛的赞同。6 月下旬，盛宣怀遂召集赵凤昌、张
謇等人设立临时办事处，决心说服张之洞和刘坤一出面实施东南互保⑥。此段记载似乎可以证明赵凤昌的首
倡之功，但是该段文字作为当代研究者的叙述，尤其是对赵凤昌首先抛出东南互保约款这一环节，没有注明

立论的史料依据。
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认为，东南互保倡于盛宣怀。这一观点不仅得到了官方史书的认可，而且盛宣怀本

人也以此自居。《清史稿》载:“( 光绪) 二十六年，拳祸作，各国兵舰纷集江海各口。宣怀倡互保议，电粤、江、
鄂、闽诸疆吏，获同意，遂与各领事订定办法九条，世所称东南保护约款是也。”⑦东南督抚和官僚也公认盛宣
怀为枢纽。浙江布政史恽祖翼对盛宣怀策划东南互保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说: “此等通天澈地手段，无人能
为。公与新宁( 刘坤一) 、南皮( 张之洞) 同不朽矣!”⑧盛宣怀在光绪二十八年( 1902) 给清廷的奏折中说:“其
时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臣往返电商，并邀同驻沪各领事，倡成东南互保之约。中外协力，上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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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论庚子“东南互保”的首倡问题

同心，坚持数月，幸得无事。”①而他在十余年后再回忆这段经历时又说:“生平但知埋头做事，功不铺张，过不
辨白，吃亏在此。即如保护东南，非我策划，难免生灵涂炭。”②可见，盛宣怀内心亦将自己促成东南互保作为
其一生中最大的“亮点”之一。戴玄之考述盛宣怀在东南互保中的活动后，也认为东南互保章程之发端与订
定“皆由于盛宣怀之倡导与策划”，“刘坤一、张之洞仅是采纳其建议，出名行事而已”，“东南互保发端成约及
执行之功，非盛宣怀莫属”③。
从前文所述，我们知道: 在盛宣怀与刘坤一电商“订约互保”之前，东南上层精英相互之间已经在进行一

些局部会商; 五月二十四日( 6 月 20 日) 盛宣怀在得知英军欲入长江“协助”刘坤一和张之洞维持秩序时，立
即致电刘坤一，告诫刘、张万不可中了英国的“圈套”，主张自保东南，抵制列强的武装干涉阴谋。此时盛宣怀
尚未提及中外“订约”，表达的仍是和平意向，这种意向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对列强毫无约束力，随时有
可能幻灭，这是东南社会最为担忧的。五月二十七日( 6 月 23 日) ，为了“彻底”解决这一问题，盛宣怀、何嗣
昆、赵凤昌、张謇、汤寿潜、蔡钧、沈曾植、陈三立、沈瑜庆、福开森( John C． Ferguson) 、汪康年、余联沅等官、绅、
商、学各界精英代表集会商讨，最终共同认定通过中外“订约互保”的形势，从国际法上来约束外国列强。笔
者赞同王尔敏的观点，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东南互保运动起始的标志。按赵凤昌的说法，盛宣怀只是他们
在会上公举出来，能够将东南精英的“互保”构想付诸实施的最佳“代言人”。次日，盛宣怀即将这次会商的
情况电达刘坤一、张之洞和李鸿章。
在东南上层精英群体中，盛宣怀的确是倡议和维持东南互保的“灵魂”人物。他拥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

众多权力资源: 既代表东南督抚的利益，又代表绅商买办的利益，同时与帝国主义，尤其是英、日驻沪领事关
系密切; 他所掌控的上海电报局是全国的情报枢纽，这对于当时交通和通讯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局来说尤为重

要。但是，对于东南互保这样规模和影响巨大的社会性运动来说，它能够引起区域性的社会认同，不是单纯
某个人所能发动和实施的。
其实，我们非得穷究东南互保运动倡始“第一人”，似乎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，即便东南互保的参与者们

也难以说清。一场社会运动的酝酿，在领袖或代表人物的背后必然有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来推动。
东南互保运动的推动者即是盛宣怀背后的这个集团和阶层，或曰是以绅商为基础的东南精英群体。因此，东
南互保的首倡之“功”是一项集体“荣誉”，应当归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东南社会精英群体。在当时特殊的政
治形势和社会背景下，东南互保的每一步骤都显得“不可思议”而又如此“顺其自然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
无论是所谓的“东南意识”还是各项“互保”活动，都是晚清东南社会特殊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场域，在受到外
部挑战过程中所萌发的一种自觉的群体行为。从根本上说，东南互保既是晚清政治、经济、思想文化等领域
各种复杂历史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，又是晚清国家、地方与社会三者资源、权力和权威关系“畸形”的重要体
现，激发了东南社会的政治觉醒，对紧随其后的“新政”、“立宪”及“革命”浪潮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推动作
用。
综上所述，学术界之所以对东南互保的首倡者问题有所分歧，一方面是由于东南互保事机猝变，参与各

方人数众多，关系复杂; 另一方面，是对东南互保性质的认识，还止于政治概念层面。东南互保的形成包含三
个层次: 一是东南和平意向之酝酿，二是订约互保的提出和谈判，三是互保范围的扩大与维系。综观三层含
义，以订约互保最为关键，它是策划东南互保的最终目标。因此，东南互保首倡之功，主要应以“订约互保”的
提出作为首要的评判依据。在第一个阶段，尽管是英国政府首先提出与东南督抚达成“谅解”的意向，但彼时
中外不仅皆早有此意，而且已经存在相互“谅解”的既成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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